
陈旭麓先生“新陈代谢”思想对于近代早期亚洲史研究的启示

顾卫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我是陈老师晚期的学生，与早期的学兄和学姐们相比，在他那里受教的时间不能算长。但是，陈老
师在人格与思想上对我有终生影响。他的博大精深的思想，当时我作为年轻人很难完全领会，随着岁月

的流逝，生活经验以及文化知识的日积月累，才有所体会和理解。

陈老师的学术思想，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新陈代谢”，这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是一个非常具有时
代意义和进步意义的命题。近代中华民族在摆脱殖民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体系以及外来的侵略与压

迫的同时，也必须实现民族与国家的近代化。陈老师提出“新陈代谢”思想的时候，正值改革开放的初

期，民族和国家百废待兴，要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是人民的共识。在此情形之下，对于西方冲击之

下近代历史的曲折发展的理解就成为大家重新思考的问题。“新陈代谢”的思想，包含的内容丰富而且

深厚，它并非简单的政治以及经济层面的考量，其实所关注的是近代社会在西方的压力之下所发生的诸

多嬗变，牵涉到许多方面，如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社会意识和习俗的变化，社会生活如服饰、饮食、称谓

的变化以及语言词汇的变迁等等，这些是以往历史学者很少关注的。但是，在陈老师看来这些论题都是

十分重要的研究对象。我个人体会陈老师的思想受到进步主义观念的影响，他基本上是以一种积极的

和正面的立场来看待近代社会的变革的。

关于“新陈代谢”思想的丰富性，学兄们以及许多学者多有讨论，我想谈的是对我个人思想的启示。

１９８６年，陈老师主持重印了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一书，并为重印的版本写了序言。蒋氏此书，一开
始就将近代中国的命运放到了在西方冲击之下的近代亚洲历史的全景之下来思考，他谈到了俄罗斯彼

得大帝的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以及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领导的民族复兴运动，再联系到近代中国

的变革。并且指出：“近百年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

和乡土观念而组成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的民族是有前途的，不能的话，我们的民族是

没有前途的。因为世界上，一个国家能够接受近代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陈老师

在重印此书的序言中指出：“要向西洋人学习，改变中国过时了的事物，这是从林则徐以来逐步认识的

道理，开始从科学技术着眼，然后是政治制度，然后是社会改革，由此而有‘近代化’的总体要求和呼唤

……要以‘近代化’来改变‘中古’的面貌这是历史的逻辑，蒋廷黻从历史的推进中感知了这个逻辑，所

以也就触及了近代中国这个总体的要求。”①

陈老师在给我们讲述近代中国历史的时候，从来不把中国的历史放在一个封闭的体系里面来看待，

他注重西方近代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西力东渐的问题，将近代中国社会的变迁放

在比中国的单一国家更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面来观察。我至今记得而且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讲课的时

候他就提到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专门谈到地理大发现、工业革

命、荷兰与英国使节的来华等鸦片战争以前亚洲大背景之下中西交往的细节。他关注与殖民主义有关

的许多问题，诸如不平等条约体系、租界与沿海城市的近代化（比如市政和路政）、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的关系、基督教会的影响、近代外交体系的建立和国际公法、在西方影响之下的近代中国的新

式工业企业的发生与发展、旧的行会与近代的商会之间的关系等等。对于日本的问题他也十分关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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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旭麓：《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新刊本序言》，载蒋廷黻：《中国近代史》，长沙：岳麓书社，

１９８７年。



别提到如留日学生运动与近代革命的关系以及从日本发展到中国的一些新的词汇的出现及变迁。

我在后来的学习、思考和阅读中，逐渐地体会到陈老师的思想的深刻性和进步性，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他所谈到的这些问题在亚洲近代史上具有普遍的意义。比如西方列强施加给东方民族的不平等的条

约体系，近代日本幕府末年和明治维新初年就已经出现，日本还将这种条约体系施加于朝鲜；而且，中国

与日本在被迫接受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又有互动和联系，因为西方列强迫使日本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使他们的心情和痛楚与中国非常相似。因此，中国的历史命运促使他们反省体察，并思考自己民族的

出路”①。又比如租界的问题，这也不是近代中国所独有的，在日本的长崎和神户，都有专门的博物馆展

示近代日本沿海地区的租界的丰富的历史，其中有许多非常形象具体的文物制度的展示，给人以深刻的

印象；又比如买办阶层和教民阶层的出现，“这是非常畸形的新物……两者都与西洋人结缘，不无民族

异化的意味。世人嗤之以鼻诚为事出有因。但是一种结果会引出另外一种结果。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

代表和近代企业的著名创办者，不少正出自买办当中……而西方的科学以及文化知识能以日深月广的

规模传入中国，也往往得力于信奉洋教的人们”②。其实，亚洲国家在与近代西方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和

基督教传播的过程中都出现过类似的社会阶层，在印度、越南、日本等地的通商口岸都有一些接受西方

教育、在思想行为上以及贸易关系上与西方相当密切的人物，其实他们的思想也相当复杂，并非单一层

面，既有对于西方的认同、学习甚至媚外的心态，又对西方人的傲慢与民族偏见心怀不满，有民族自尊心

的流露，由于他们与西方的贸易体系发生了最早的接触，所以后来他们在本国发展自己的近代工商业的

时候，他们所学习到的知识都发挥了作用。任何殖民主义要在当地建立自己的秩序的时候都有赖于这

些与他们接近的当地人的合作，这些群体其实是有研究的价值的。又比如与西方的通商制度的建立，亚

洲各国虽然都有各自的情况，但是也有共同的特征。在近代早期，中国自乾隆中期逐渐在广州形成的通

商制度，与日本近代早期在长崎设立的出岛与荷兰人通商的制度，两者是非常相似的，都是由当地的政

府设立指定的官商机构，有买办以及通事参与并将外国的商人限定在一定的范围里面且规定在特定的

时间进行贸易；又比如基督教在亚洲传播的问题，从近代中国一直可以延伸到更早的时间（１６—１７ 世
纪）以及更广的范围（日本、越南、印度等地）。天主教和新教分别在 １６ 世纪和 １９ 世纪来到亚洲，引发
当地社会以及文化观念的变迁甚至冲突，禁教与教案的问题、传教运动与不平等条约的关系、教会与租

界、教会与近代文化教育以及新的社会阶层的形成都有关系，可以连带在一起加以研究。基督教在所有

这些国家有过基本上是相同的传播经历，同时也遭遇了不同的反应。基督教一度与亚洲上层的统治阶

级也发生过密切的联系，以中国与越南为例，在 ２０ 世纪上半叶形成的新的统治集团如国民政府领导层
以及越南南方的吴廷艳政权中的许多重要人物都与新教或者天主教会有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政权在 ２０
世纪中期的民族和民主革命中都被推翻了，但是他们与教会的错综复杂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另外，陈

老师还让我们注意社会意识、社会时尚、语言以及词汇的变迁，因为新的词汇往往是伴随着新的事物出

现的，从语言以及词汇的变迁可以看出近代社会的变迁。这个问题不仅牵涉到近代的中国社会，而且可

以追溯到近代早期亚洲甚至世界各地出现的所谓“克里奥语言”的现象。

陈老师才华横溢，文笔流畅而优美。他除了史学以外，还注重文学和哲学，还有社会学，他的一些论

述可能还属于人类学的范畴。他无论在知识的结构上还是文字的表达上都是浑然天成的。正因为如

此，所以在论述史实的时候没有空洞的教条或说教，也没有繁琐和累赘，所引用的史料种类繁多，而且异

常贴切，见解也十分深刻。特别是他观察历史发展的时候用动态的眼光，其历史著作中充满了“变迁”

或者是“嬗变”的观念，这是真正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我记忆中的陈老师，是非常令人愉快甚至快乐的，他的脸上时常浮现着真诚的笑容，他总是把世

界上正面的与美好的事物带给我们，尽管他本人经历了许多坎坷。我记得赵人俊先生写过一篇描绘中

秋节老师请我们大家吃月饼的事情，充满了真情的流露和场景的再现。他的生命的观念既是进步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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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第 １３４页；第 ５９—６０页。



是向上的，他能够以“新陈代谢”的观念看待历史变迁，也能看待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他鼓励年

轻人多写作，力荐同学多发表文章，由此建立自信心———信心对于成长中的年轻人是多么重要啊！

他喜欢与青年在一起，用自己的学术思想影响青年。一个个体的生命不能控制另一个个体的生命，

但是生命能够影响生命。他推荐给我们许多好书，我个人记得除了蒋廷黻先生的《中国近代史》以

外，还有冯友兰先生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以及《三松堂自序》，这些书籍是让我终生受益的。他尊重

每一位同学的个性，立足于发扬他们各自的长处，并不将具体的学术观点强加于同学或者他人，而是

以春风化雨的方式影响他人。我记得他不太限定同学写论文的具体的题目，而是通过讨论启发大家

的兴趣，从而对论题的重要性形成共识。陈老师还非常注重教课，每次上课以前都有认真的思考和

备课，当他沿着种植着垂柳的丽娃河畔步行到教室上课的时候总是说“思想在飞翔”。我记得不只一

遍地听他讲中国近代史，每一次都不一样。他不喜欢重复讲旧的东西，喜欢将新的思考与同行特别

是我们年轻人分享，从分享中得到快乐，而他的思考和追求永远没有停止过。这些高贵的品格都是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察其开端　 浮想延绵
———关于陈旭麓先生思想和史学研究的两个问题

瞿　 骏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关于陈旭麓先生的思想和史学三十年来已有不少优秀的研究成果面世，值得后学不断揣摩、思考和
学习。不过，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在此正值“一世”的当口，我们或需要对先生的思想和史学做一次再

整理和再考察，以能在“下一世”有准备地出发。当然先生的思想和史学体大精深，限于篇幅，下文只能

就两个问题稍作阐发和讨论，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　 成为“中国”史学家的因缘

先生之思想和史学的形成有时代的共同特性，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人生际遇，共同特性与独特际遇的

结合令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中国”史学家，而目前对这些因缘的关注并不多。

就时代的共同特性而言，民国时期确实出了不少史学大家，这些史学天才“成群地来”实和他们经

历过多次“时代剧变”有关，这种共同特性大概前无古人。在民国之前读书人经历过一次“改朝换代”已

属难得，因此他们经常形容遭遇鼎革是天崩地裂。而民国不少史学家如陈寅恪、陈垣、吕思勉、傅斯年等

都经历过三次政权更迭（１９１１年、１９２８年、１９４９年），两次世界战争（“一战”、“二战”）、两次全国性战争
和若干次地方性但有重大影响的战争（如 １９２４年江浙战争）。

先生虽然出生较晚（１９１８年 ３月），但也经历过两次政权更迭（１９２８年、１９４９年）、抗日战争、解放战
争和一次不亚于革命的时代剧变（１９７８年）。这些对于先生个人和家人来说是经历了家国溅泪和颠沛
惊心，但对先生作为史家来说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宝贵经验。如先生八岁时就已经历过轰轰烈烈的国

民大革命，且是在革命风暴的中心地区———湖南经历的：

我开始读书是在一九二六年，正是大革命胜利发展时期，我们那个闭塞的乡村里，也开办

了小学———一个教师的小学……这时湖南的农村是非常不平凡的。农民协会统治了农村，天

天开会斗土豪劣绅，热闹得很。①

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等大事件发生时，先生也是亲历者、见证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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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沈渭滨：《陈旭麓先生年谱长编稿》，《上海学》第 ３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 ２２５页。




